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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設定一個包含核課期間的租稅逃漏模型來探討納稅人的逃漏稅行為。

與傳統模型不同的是，納稅人在進行租稅逃漏時，核課期間的存在將使得納稅

人課稅後的可支配所得遞延實現，這個性質將可能導致納稅人的消費決策受到

扭曲，進而影響到其逃漏稅決策。依據本文的研究顯示，相對傳統文獻，納稅

人的租稅依從率較高，亦就是說，忽略核課期間會高估租稅逃漏的程度，這個

結果正可解釋為何實務上觀察到的租稅逃漏程度遠比理論模型所預測的輕微這

個困惑。此外，考慮核課期間後，稅務機關的預期稅收較高，納稅人的預期效

用水準較低。

關鍵字：核課期間、租稅逃漏、所得不確定性

壹、前言

自從 Allingham & Sandmo（1972），Yitzhaki（1974）將租稅逃漏行為視

為一種財務規劃以來，相關的文獻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 [請參見 Andreoni et 

al.（1998）與 Slemrod and Yitzhaki（2002）的文獻回顧]。1然而既存逃漏稅

文獻都隱含，納稅人報繳租稅之後，稅務機關即決定是否進行稽核；倘若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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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二篇文獻回顧主要著重在納稅人租稅逃漏的問題，對於廠商租稅逃漏議題有興趣的讀者
可參閱 Wang and Conant（1988），Cremer and Gahvari（1993），Yaniv（1995, 1996），Lee
（1998），Chen and Chu（2005），以及 Crocker and Slemrod（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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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稽核，則稽核結果隨之確立，納稅人再據此決定其消費決策。此一結果隱

含，在傳統租稅逃漏模型的設定下，納稅人的消費決策不會受到扭曲（詳見

文後之說明），因而在探討租稅逃漏行為時，並不需要考慮消費決策。2

不過，基於稅法中核課期間的規定，在稽徵實務上，納稅人若有逃漏稅

之情形，在核課期間內稽徵機關均得對其查核補徵，因此在核課期間內納稅

人的可支配所得處於不確定的狀態；及至核課期間過後，稽徵機關不得再行

調查補課，此時納稅人的可支配所得才告確定。3換言之，若納稅人有租稅

逃漏行為時，唯有在核課期間過後，其可支配所得才得以實現（該水準取決

於是否被稽查），在核課期間內，其可支配所得則為一隨機變數，尚未實現。

此時，倘若某些商品的消費必須在核課期間內決定，而不能等到核課期間結

束後再行決定，則消費決策將會因可支配所得尚未實現而受到扭曲（參見文

後之說明），進而影響到逃漏稅決策，因此傳統的分析模式將不適用於此一

情況。有鑑於此，本文即在考慮核課期間的情況下，探討納稅人消費決策的

扭曲如何影響到其租稅逃漏的行為。

值得一提的是，本文中核課期間對納稅人租稅逃漏行為的影響，導因於

該規定致使其可支配所得遞延實現，而非改變可支配所得本身，此一性質與

傳統租稅逃漏模型有明顯的差異。4另外，為了將分析聚焦於上述性質對租

稅逃漏行為的影響，本文以個人所得稅之逃漏行為為分析對象。不過，所得

到的結果仍然可以應用在廠商逃漏稅決策分析上（參見第 4節結論之說明）。

此外，文獻上假定某些財貨的消費必須在所得未實現前決定，至於其他財貨

的消費則可以等到所得實現後再行決定，類似的假定本文並非首例。Cremer 

2  唯一的例外是，翁堃嵐（2009）在經濟體系存在可觀察品的情況下建議一種改良式的查核
機制，這種機制相對於 Chu（1990）的 FATOTA機制具有柏瑞圖增進的性質。在該文的假
定之下，可觀察品的消費水準會影響納稅人被查核的機率，因而消費決策會影響其租稅逃

漏行為。

3  值得注意的是，並不是所有的稅制都有核課期間的規定，例如我國的內地稅稽徵，根據稅
捐稽徵法之規定有五年或七年的核課期間，然而關稅之課徵並不適用稅捐稽徵法，故沒有

核課期間，參見王建煊（2009）。
4  傳統租稅逃漏模型認為唯有透過影響預期稅後所得的政策工具：如稅前所得水準、查核率、
稅率、處罰率甚至逃漏稅的隱匿成本等，才會影響納稅人的逃漏稅行為，而忽略了核課期

間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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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hvari（1995）即在此一設定下探討最適租稅結構的制訂，他們將財貨分

為兩類：第一類財貨為消費一經決定後不能變更者，例如：房屋或耐久財的

消費；5第二類財貨為可以隨所得之變化而改變者。該文發現：在線性所得

稅制下，面對工資所得的不確定時，由於納稅人一旦購買第一類財貨後，嗣

後所得的變動並不能改變該財貨的消費水準，因而對該財貨所課徵的商品稅

不具保險功能，反之，第二類財貨的消費則可隨所得實現值的高低而改變，

此時對該類財貨所課徵的商品稅即具有保險的效果，因此最適的商品稅應對

前者課以較輕的稅率，後者則課以較重的稅率，亦就是說商品稅有存在之必

要。6 Cremer & Gahvari（1999）則在類似的設定下，除了放寬線性所得稅的

假設外，並進一步將模型延伸到包含勞動決策的情況。7值得一提的是，此

二篇文獻探討的是最適租稅結構之議題，而非本文所探討的租稅逃漏問題。

基於此，有別於傳統所得稅逃漏的分析模式，本文仿照 Cremer & Gah-

vari（1995, 1999）二文的設定，建構一個兩財貨的逃漏稅模型來探討納稅人

的逃漏行為。文中發現：一旦將核課期間納入考慮，租稅逃漏行為除了會造

成 Yitzhaki（1987）所稱的逃漏稅超額負擔（即風險效率的損失）外，也會因

為消費決策受到扭曲而導致消費的無效率性。不過，依據次佳理論（second 

best theorem），在原始已經存在扭曲的狀況下，引入另一個扭曲是有可能讓

社會的福祉上升。換言之，儘管核課期間的引入，增加了因消費決策受到扭

曲造成的損失，然而，只要消費扭曲與租稅逃漏兩種效率損失的總和低於傳

統未實施核課期間下單純因逃漏稅造成的風險效率損失，則核課期間的引入

是可能提高社會的福祉。此外，在本文的架構下，我們有以下兩點重要發現，

5  由於房屋等不動產再出售的成本過高，以至於購買之後即使所得發生變動，也無法改變其
消費水準。

6  Atkinson and Stiglitz（1976）證明當納稅人的效用函數為弱可分的形式時，此時最適的租稅
結構即不需要課徵商品稅。

7  Cremer & Gahvari在該文中提出 4個命題：𥺼最適租稅與消費或勞動是否在所得確定前就

必須決定，息息相關。傳統的最適租稅模型，屬於勞動及消費均不須事先決定的特殊情

況。𥺦如果勞動必須事先決定，則可以得到一個最佳（first-best）稅制。糍如果有些消費

必須事先決定，則應對必須先決定及不須先決定的消費採取不同稅率。𤧹如果個人對兩種

財貨之偏好為可分的，則對必須先決定之消費稅率應低於不須先決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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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納稅人的預期效用水準較傳統租稅逃漏模型為低，稅務機關的預期稅

收則較傳統模型為高；其二，納稅人的租稅依從率（tax compliance rate）較

傳統租稅逃漏模型為高。8換言之，忽略核課期間將會高估逃漏稅的程度。

這個結果正可以用來解釋傳統租稅逃漏文獻一直存在的困惑（puzzle），也就

是實際上觀察到的逃漏稅程度遠比理論模型所預測輕微的現象 [參見 Andre-

oni et al.（1998），Slemrod and Yitzhaki（2002）]。9實際上，依據本文的研

究顯示：相較傳統租稅逃漏模型，本文所預測的租稅依從率可達傳統模型五

倍甚至更多，其間的差異不可謂不大，因而在探討租稅逃漏的課題時，自不

能忽略核課期間這個重要的影響因子。至於文章的編排如下：除第 1節前言

外，第 2節介紹基本模型，依序探討傳統租稅逃漏模型、考慮核課期間的模

型，第 3節進行福利效果的比較，最後為結論。

貳、基本模型

遵循文獻的一般設定，假設納稅人的所得為 W，其為外生給定的常數；

申報額為 X，其中 X≤W。納稅人面對一稅率為 θ、稽查率為 P、處罰倍數為

F的所得稅制，其中 0<θ<1，0<P<1，F>1，且令 PF<1以排除角解（corner 

solution）的情況；10值得一提的是，與傳統逃漏稅模型不同的是，由於本文

導入核課期間這個影響因子，因而模型的建構必須探討納稅人的消費決策；

為了簡化分析，文後假定經濟體系中有兩種財貨 C1與 C2，u (C1 ,C2)為納稅

人的效用函數，其中效用函數滿足嚴格凹函數（strictly concave function）的

性質，且 ui >0、uii <0，ui代表對第 i種財貨的偏導數，亦即其邊際效用水準。

另外，我們假設 C1為正常財，即 p2u12 −p1u22 >0。11

8   指申報所得額佔真實所得額的比例，該值與租稅逃漏程度成反比。
9   既存文獻關於此一論點的解釋，主要是以逃漏稅的污名化（Kim, 2003）、納稅人的心理成
本（Gordon, 1989）等非經濟因素的理由來說明。

10   即納稅人會選擇逃漏稅，不會選擇誠實申報。
11   設納稅人之所得水準為 W，則一階條件為 u1 − (p1 /p2)u2 =0，求取比較靜態 dC1 /dW=− [u12

− ( p1 /p2)u22] / [u11 −2(p1 /p2)u12 + (p1 /p2)2 u22 ]，其中 u11 −2(p1 /p2)u12 + (p1 /p2)2 u22 <0為二階
條件；另外，在消費者的最適決策下，p1 /p2 =u1 /u2，因此有些文獻將正常財的條件寫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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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傳統的租稅逃漏模型

如前言所述，傳統探討租稅逃漏的文獻都忽略核課期間的存在，因而傳

統模型中，納稅人的申報決策與稽核結果確立之間並沒有時間上的落差，一

旦所得申報完成後，稅務機關即進行稽核，而且稽核結果隨之確立，之後納

稅人再依稅後可支配所得水準決定其消費決策。簡言之，傳統租稅逃漏模型

中，納稅人的決策時點依序為如後所示：給定所得稅制（包括 θ、P、F），

納稅人先選擇所得的申報額 X，稅務機關隨之進行查核，最後納稅人再視稽

查與否的結果決定其消費決策。倘若稽徵機關未加以稽查，則納稅人的可支

配所得為 W U≡W−θX；反之，若稽徵機關加以查核，則其可支配所得降為

WA≡W−θX−Fθ (W−X )，12因此，給定所得申報額 X，W U與 WA均為 X的

函數。

由於傳統模型中納稅人都可等到稽查結果確定後，再分別決定不同稽核

狀態下的消費決策；因而給定 X，納稅人的可支配所得為 W j,  j =A ,U.，其最

適的消費決策令為 Ci
j, i=1,2；j =A ,U.為求解以下的方程式：

Max
C1

j,C2
j

u (C1
j ,C2

j)，s.t.    p1C1
j +p2C2

j =W j,  j=A ,U.

求解其一階條件可得：

1
p1

u1 (C1
j ,C2

j )= 1
p2

u2 (C1
j ,C2

j ),  j=A ,U.� 𥺼

上式左邊代表一塊錢用來購買 C1所增加的效用水準，右邊則代表一塊錢用

來購買 C2所增加的效用水準；所以𥺼式表示，最適的消費決策應該使得最後

一塊錢不管是購買 C1、還是 C2，所增加的效用水準必須相等。此外，根據消

費者理論，納稅人的消費決策 Ci
j (p1 ,p2 ,W j )與間接效用函數 V (p1 ,p2 ,W j )均

  u2u12 −u1u22 >0。
12   文獻上關於處罰的設定有兩種，一為對逃漏所得額給予處罰，如 Allingham and Sandmo
（1972）；另一則對逃漏稅額給予處罰，如 Yitzhaki（1974），本文則遵從一般法律的規定，
針對逃漏稅的部分給予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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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W j、p1、p2的函數，其中 j=A ,U。很明顯地，由於納稅人的消費決策都可

以等到可支配所得實現後再行決定，因此其消費決策不會受到扭曲。另外，

為了將焦點著重在逃漏稅的議題上，文後我們假設納稅人的租稅逃漏行為不

會影響市場均衡，亦就是說，p1 ,p2為外生給定的常數。此外，為了簡化分

析，在不失一般化的假設下，可將 p1 ,p2標準化為一，並將間接效用函數簡

寫為 V (W j )。值得注意的是，此一簡化設定並不會影響本文所獲致的結果。

最後，將間接效用函數 V (W U )與 V (WA )代入納稅人的預期效用函數中，

可導出其最適申報決策的方程式為如下：

Max
X

EU (X )= (1−P )V (W U )+PV (WA )，

求解其一階與二階條件分別如下：13

(1−P )θV΄ (W U )=P (F−1)θV΄ (WA )。� 𥺦

S≡θ 2[ (1−P )V˝ (W U )+ (F−1)2PV˝ (WA )]<0。 糍

由以上分析可知，傳統租稅逃漏模型在決定最適的申報額度時，僅需考慮不

同稽核狀態下的稅後所得對效用水準的影響，而不需考慮消費面的問題，因

而所有嚇阻政策最終都會透過改變預期之可支配所得來影響納稅人的逃漏稅

決策。

二、考慮核課期間的租稅逃漏模型

與傳統租稅逃漏模型不同的是，本文考慮核課期間對納稅人申報行為的

影響。如前言所述，在核課期間內，納稅人的可支配所得為一隨機變數，並

未實現；唯有在核課期間結束後，可支配所得才得以實現。為了刻劃核課期

間對納稅人行為的影響，仿照 Cremer & Gahvari（1995）的設定，令 C1代表

消費必須在所得未實現前（即核課期間內）決定的財貨；C2則代表消費可以

等到所得實現後（即核課期間結束）再行決定的財貨。在此一設定之下，有

13   假設納稅人為風險趨避者，即 V˝<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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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納稅人的決策時點依序為，申報額 X的決定，其次為 C1，最後則為 C2。
14

以下利用回溯法（backward induction）求解納稅人的最適決策。首先，

在給定 X與 C1的情況下求解 C2。由於納稅人在核課期間後的可支配所得水

準必須視稅務機關是否稽核而定，在未稽核的狀態下為 W U，在稽核的狀態

下為 WA；因此若以 C2
U與 C2

A分別代表納稅人在核課期間後未受稽核以及受

稽核狀態下的消費決策，則 C2
U =W U −C1、C2

A =WA −C1。其次，將 C2
U與 C2

A

代入預期效用函數中，在給定 X的情況下求解最適的 C1，其最適的決策方

程式如下：

Max
C1

EU (X )= (1−P )u (C1,C2
U )+Pu (C1,C2

A )。 𤧹

求取上述問題的一階條件為

[ (1−P )u1(C1,C2
U )+Pu1(C1,C2

A ) ]= [ (1−P )u2 (C1,C2
U )+Pu2 (C1,C2

A ) ]， 𡞰

上式表示在最適消費決策下，最後一塊錢不管是用來購買 C1抑或是 C2之預

期邊際效用水準必須相等。很明顯地，𡞰式與傳統租稅逃漏模型的最適化消

費決策，即𥺼式與𥺦式，有很大的差異，此結果導因於 C1必須在核課期間結

束前決定所致。

由第𡞰式可解得 C1、C2
i ,  i=A ,U，其皆為申報額 X的函數，亦即 C1 =

C1 (X )，C2
U =W U −C1 (X )，C2

A =WA −C1 (X )。將此結果代入第𤧹式後，再利用

包絡定理（envelop theorem）可求解最適申報決策的一階條件如下：

(1−P )u2 (C1,C2
U )=P (F−1)u2 (C1 ,C2

A)。 粎

第粎式為典型最適逃漏稅決策的必要條件，表示逃漏稅的預期邊際利益應等

於預期邊際成本，只不過此時不管是預期邊際利益或是預期邊際成本皆與納

14   嚴格來說，消費發生應自所得發生之後（假設有流動性限制）而非申報之後，因此 C1的

消費決策也有可能在申報決策 X之前。但就同一個人而言，C1與 X孰先孰後，甚至兩個
同時決定，其一階條件都相同，而且二階條件也都滿足，因此並無區分先後之必要。本文

假設 X、C1之先後順序，只是為了方便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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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人受扭曲的消費決策有關。15另外，為了簡化分析，遵循一般租稅理論文

獻的假定，令其二階條件成立。

參、福利效果之比較

由以上的說明可知，本文與傳統模型最大的不同點在於，核課期間的引

入將會扭曲納稅人的消費決策，進而影響到納稅人的申報決策，因此福利效

果將與傳統租稅逃漏模型有所不同。

為了方便與傳統模型作一比較，文後將傳統模型稱之為 Scheme 0，以上

標 0表之；本模型稱之為 Scheme 1，以上標 1代表之。

首先，比較兩種不同 Scheme 之下之預期稅收。

給定任意的申報額 X—，若以 (C—1
0U ,C—1

0A ,C—2
0U ,C—2

0A )與 (C—1
1 ,C—2

1U ,C—2
1A )分別

代表納稅人在 Scheme 0與 1之下的最適消費決策。在 C1為正常財的假設之

下，可推得以下的輔助定理：

輔助定理 1：假若第一種財貨為正常財，則給定任一申報額 X—，C—1
0A <C—1

1 <C—1
0U。

『證明』：

由於 p1 ,p2皆標準化為一，因而正常財的假設隱含 u12 −u22 >0，利用此一

性質可進一步推得，給定 C1，u1 (C1 ,W−C1)−u2 (C1 ,W−C1)與 W有嚴格遞增

關係，16即 u1 (C—1
1 ,C—2

1U )−u2 (C—1
1 ,C—2

1U )>u1 (C—1
1 ,C—2

1A )−u2 (C—1
1 ,C—2

1A )，再依據第𡞰

式，(1−P ) [u1(C—1
1 ,C—2

1U )−u2 (C—1
1 ,C—2

1U ) ]+P [u1 (C—1
1 ,C—2

1A )−u2 (C—1
1 ,C—2

1A ) ]=0，即可

推得 u1(C—1
1 ,C—2

1U )−u2 (C—1
1 ,C—2

1U )>0、u1 (C—1
1 ,C—2

1A )−u2 (C—1
1 ,C—2

1A )<0。但依第𥺼式

u1 (C—1
0U,C—2

0U )=u2 (C—1
0U,C—2

0U )，且由於效用函數滿足嚴格凹函數的性質，因而

d (u1 −u2) /dC1 =u11 −2u12 +u22 <0， 故 C—1
1 <C—1

0U、C—2
1U >C—2

0U。 同 理，C—1
1 >C—1

0A、

C—2
1A <C—2

0A。

15   納稅人的消費決策受到扭曲可反映在其效用水準不能用間接效用函數 V (W j )表達。
16   令 f (C1 ,W )=u1 (C1 ,W−C1)−u2 (C1 ,W−C1)，則 ∂f (C1 ,W ) /∂W=[u12 (C1 ,W−C1)−u22 (C1 ,W−

C1)] >0，故 u1 (C1 ,W−C1)−u2 (C1 ,W−C1)與 W有嚴格遞增關係。



核課期間與租稅逃漏 9

獲致此一輔助定理的理由很簡單，在傳統模式下，給定任意的申報額 X—，

W U >WA都會成立，且因 C1為正常財，因此 C—1
0A<C—1

0U。另外，在 Scheme 1

之下，由於 C—1
1必須在稽核結果確立之前決定，為了分散風險，其消費水準

必然會落在 C—1
0A與 C—1

0U之間。

若以 (X0 ,C1
0U ,C1

0A ,C2
0U ,C2

0A ) 與 (X1 ,C1
1 ,C2

1U ,C2
1A ) 分別代表納稅人在

Scheme 0 與 Scheme 1下的最適決策。基於 (X1 ,C1
1 ,C2

1U ,C2
1A )為 Scheme 1下

的最適選擇，因此其一階條件成立，即

dEU 1

dX ∣X = X1 =(1−P )u2 (C1
1 ,C2

1U ) (−θ ) +Pu2 (C1
1 ,C2

1A )θ (F−1) =0。� 籼

此外，在 Scheme 0且 X=X1之下我們可求得：

dEU 0

dX ∣X = X1 =(1−P )u2 (C^1
0U ,C^2

0U ) (−θ )+Pu2 (C^1
0A ,C^2

0A )θ (F−1)， 粮

其中 (C^1
0U,C^2

0U,C^1
0A,C^2

0A )代表在 Scheme 0且申報額為 X1之下，納稅人的最適

消費決策。根據輔助定理 1可知，給定 X=X1，C^1
0A <C1

1 <C^1
0U。另外，由 C1

為正常財的假設可推得，du2 (C1
i ,Wi −C1

i ) /dC1
i =u21 −u22 =u12 −u22 >0, i=U, A，

亦就是說，在 Wi固定之下，i=U, A，u2與 C1
i成正比，因此 u2 (C^1

0U ,C^2
0U )>

u2 (C1
1 ,C2

1U )且 u2 (C^1
0A ,C^2

0A ) <u2 (C1
1 ,C2

1A )。接著，將籼式代入粮式中，可得

dEU 0

dX ∣X =X1 = −(1−P )θu2 (C1
1 ,C2

1U ) u2 (C^1
0U ,C^2

0U ) − u2 (C^1
0A ,C^2

0A )
u2 (C1

1 ,C2
1U ) u2 (C1

1 ,C2
1A ) <0。

換言之，在 Scheme 0之下，若在 X1附近評估可知，微量的減少申報額度

可以增進納稅人的福祉，此外，由於其二階條件恆成立，因而可知 X0 <X1。

此外，ER (X )=θX+PFθ (W−X )，為申報額的單調遞增函數，因此政府的預

期稅收也會較高。

命題 1： 與傳統模型相較，考慮核課期間後，納稅人的申報所得額與政府預

期稅收會較高。

獲取命題 1的經濟意涵如後，在傳統的 Scheme 0之下，由於所有的消費決策

都可以等到稽核結果確定後再決定，因此其消費決策不會受到扭曲。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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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cheme 1之下，第一類財貨的消費必須在稽核結果實現前決定，致使納稅

人的消費決策遭致扭曲，而且此一扭曲導致的效率損失與納稅人面對的所得

不確定程度（可以 W U與 WA間的差距來衡量）成正相關。因此納稅人可藉由

提高申報所得額來降低其所得不確定程度，進而達到減少效率損失的目的。

從另一方面來說，C1
1的消費必須在所得不確定前決定，且嗣後查核的

結果不能改變其消費水準，因此沒有不確定性。但是 C2
1的消費則會視查核

結果的不同而有所因應，當納稅人的申報所得愈低，則 C2
1面對的不確定程

度就愈大。因此，納稅人願意在事前多支付一些稅款（提高申報所得）來降

低 C2
1的不確定程度。換言之，本模型中納稅人在面對未來消費的不確定性

時，願意多支付所得稅來降低風險，此與 Cremer & Gahvari（1995）商品稅

所提供的保險功能之論述有異曲同工之妙；所不同者為，Cremer & Gahvari

（1995）的避險工具（商品稅）係由政府所提供，而本文中納稅人所採用的

方式乃屬一種自我保險（提高申報所得額）。

若以 Cobb-Douglas的效用函數為例說明傳統忽略核課期間導致低估申

報所得（高估逃漏稅）的程度。令 u (C1 ,C2)=α lnC1 +β lnC2，α+β=1，

0≤α≤1，0≤β≤1，其中 α與 β分別代表 C1與 C2的消費佔所得的份額。由

一階條件可解得 C1 =αWA / (α+βPF )，X=[ (F−λ )β+ (F−1)α ]W / [ (F−1)β+

(F−1)α ]，其中 λ=(1−PF+θPF ) /θ>1，而 B=[ (F−λ )β+ (F−1)α ] / [ (F−1)

β+ (F−1)α ] 為租稅依從率。很明顯地，該值與 α成正比，亦就是說，納稅

人的租稅依從率將隨 α的增加而上升。值得一提的是，當 α=0時，B=(F−

λ ) / (F−1)，此即為傳統忽略核課期間的租稅依從率。由此可得知，忽略核

課期間對申報所得的低估程度將會隨 α的增加而上升。舉例而言，在 θ=0.4、

P=0.2、F=2的合理範圍之下，λ=1.9此時傳統模型的租稅依從率 (X /W ) 等

於 0.1；然而，在考慮核課期間之下，當 α=0.1時，租稅依從率為 0.19，幾

乎是傳統模型的兩倍。當 α=0.5時，租稅依從率為傳統模型的 5.5倍，當

α>0.5時，租稅依從率將更高。而且 C1通常是房屋、汽車、傢俱等耐久性消

費財，支出金額佔納稅人所得的比重（即 α）並不低，因而核課期間對租稅

逃漏的影響不容小覷。

綜合言之，命題 1說明了本模型與傳統模型在解釋逃漏稅行為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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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傳統模型即屬核課期間為 0的狀況，而根據此一狀況所推得的結果，高

估了納稅人的逃漏意願，以至於實際上觀察到的逃漏稅行為遠比理論模型所

預測的輕微 [參見 Andreoni et al.（1998），Slemrod and Yitzhaki（2002）]。根

據本文的研究顯示，將核課期間納入考量，納稅人的逃漏稅程度將會下降，

因而相對傳統文獻，本模型的預測結果較具解釋力。

至於納稅人預期效用水準的比較如下：

首先，給定任意的申報額 X—，且令 Xi為 Scheme i (i=0 ,1 )之下納稅人的

最適決策下的申報額。其次，由於納稅人在 Scheme 1之下的最適消費決策亦

為納稅人在 Scheme 0下的一個選項，17因而 EU 0 (X—)≥EU 1 (X—)。另外，依據

輔助定理 1的結果可知，此二種 scheme下的最適消費決策不會相同，因而

該不等式的等號不會成立，即 EU 0 (X—)>EU 1 (X—)。接著，選定 X—=X1，因此

EU 0 (X1 )>EU 1 (X1 )，不過，由於 X0才是納稅人在 Scheme 0下的最適申報決

策，因此 EU 0 (X0 )≥EU 0 (X1 )。最後，結合上述兩個不等式可得 EU 0 (X0 )≥

EU 0 (X1 )>EU 1 (X1 )。得證。

命題2：與傳統模型相較，考慮核課期間後，納稅人的預期效用水準會較低。

最後，進行此二種 Scheme之下福利效果之比較。

若將納稅人的預期效用水準以確定當量（certainty equivalent）來表達，則

EU 0 (X0 )=V (W−ER (X0 )−ψ0)， 檲

其中 ψ0即 Yitzhaki（1987）所定義的逃漏稅超額負擔（excess burden of tax 

evasion），換言之，ψ0可作為衡量 Scheme 0下因逃漏稅所造成的風險效率損

失。18同理，由於納稅人的消費決策在 Scheme 1之下會受到扭曲，因此其效

用水準 u (C1 ,W−ER (X1 )−C1)將會低於未受扭曲之下的效用水準 V (W−ER 

(X1 ))。因而滿足以下方程式的 ρ即可捕捉因消費受到扭曲造成的效率損失。

17   例如：若以 (C—1
1 ,C—2

1U ,C—2
1A)代表納稅人在 Scheme 1之下的最適消費決策，則我們可令

C1
0U =C1

0A =C—1
1，C2

0U =C—2
1U，C2

0A =C—2
1A。

18   當沒有風險效率損失時，ψ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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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C1 ,W−ER (X1 )−C1)=V (W−ER (X1 )−ρ)， 緜

其中，當等號成立時，即 ρ=0，表示納稅人的消費決策將不會受到扭曲。此

外，藉由 Jensen不等式可得

EU 1 (X1 )= (1−P )u (C1 ,W U −C1)+Pu (C1 ,WA −C1)≤u (C1 ,W −ER (X1 )−C1)。縇

結合緜、縇兩式，可得EU 1 (X1 )≤u (C1 ,W −ER (X1 )−C1)=V (W−ER (X1 )−ρ)，

其次令 EU 1 (X1 )=V (W−ER (X1 )−ψ1 −ρ)，則 ψ1即代表 Scheme 1下逃漏稅的

超額負擔，ψ1 +ρ則代表兩種扭曲的效率總損失。一般而言，ψ1與 ρ皆為正

數，亦就是說，在 Scheme 1之下，納稅人除了逃漏稅所造成的風險效率損

失外，還包括因消費受到扭曲造成的效率損失。

在上述的轉換之下，我們可以很方便的進行福利之比較。在租稅理論的

探討之中，不同政策之間的比較，通常有兩種作法：一是，在維持納稅人的

效用水準不變之下，比較稅收的高低；二是，在維持稅收相等的前提下，比

較納稅人效用水準的差異。本文採取第二種作法，以代表性納稅人為例，依

據檲、緜兩式關於 ψ1與 ρ的定義可知，

EU 0 (X0 )≤EU 1 (X1 )⇔ V (W−ER (X0 )−ψ0)≤V (W−ER (X1 )−ψ1 −ρ)， 緓

在稅收相等的前提下，即 ER (X1 )=ER (X0 )，則緓式隱含 ψ1 +ρ≤ψ0，亦就是

說，核課期間造成的效率總損失必須低於傳統逃漏稅所造成的風險效率損

失，此即實行核課期間的必要條件。此外由於 ψ1 ,ψ0與 ρ皆為正數，因而該

條件隱含核課期間的施行必須能滿足以下兩個條件：𥺼降低逃漏稅的超額負

擔（即 ψ1 <ψ0）；𥺦因消費受到扭曲所造成的效率損失不能太高。上述結果

隱含，若某一種所得的逃漏稅誘因很高，且造成消費扭曲也很大的話，則採

取就源扣繳分離課稅的方式可能較佳。例如：對於大額的中獎所得，納稅人

通常會用於購買耐久財之消費支出。在傳統的課稅方式下（現行所得稅的最

高邊際稅率為 40%），一方面納稅人逃漏稅的情形增加，19另一方面消費無

效率的情形也增加，福利損失相當大。若採用就源扣繳的分離課稅的方式

19   所得提高及稅率提高都可能導致逃漏稅增加，參見歐俊男（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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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稅率為 20%），20即可在政府維持稅收的情形下，提高納稅人之福利水

準。21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由於核課期間的引入會扭曲納稅人的消費決策，因

而若原本未實施核課期間前為最佳（first best）狀態，則核課期間的實施必

然會降低社會的福祉；然而，租稅逃漏的存在會導致稅制的超額負擔 [參見

Yitzhaki（1987），Ueng and Yang（2000, 2001）]，因此在傳統的 Scheme 0之

下已存在扭曲，根據次佳理論（second best theorem），在原始已經存在扭曲

的狀況下，引入另一個扭曲不必然會導致社會福祉的降低，換言之，相對傳

統租稅逃漏文獻，儘管核課期間的引入會增加一個扭曲（指消費決策的扭

曲），不過，只要此二種效率損失的總和低於傳統未實施核課期間下單純因

逃漏稅造成的風險效率損失，則核課期間的引入是可以提高社會的福祉。

肆、結論

傳統探討租稅逃漏模型主要都著重在影響納稅人預期稅後所得的政策工

具上：如查核率、稅率以及處罰率，而忽略了核課期間的影響力。值得注意

的是，儘管核課期間並不會影響納稅人預期的稅後所得水準，然而，透過稅

後所得的遞延實現，使得納稅人的消費決策受到扭曲，這個結果將會影響到

其逃漏稅決策；依據我們的研究顯示，納稅人的租稅依從率可以是傳統模型

的五倍以上，甚至更高，這個結果正可以解答傳統租稅逃漏文獻的困惑，為

何實際上觀察到的逃漏稅程度遠比理論模型所預測的輕微。

此外，由於核課期間的存在有降低納稅人逃漏稅之效果，因而政府除了

透過傳統上查核率及處罰率之訂定，達到遏阻逃漏稅的目的外，也可利用核

課期間之效果來達到政策目標。其次，若將核課期間視為納稅人所得查核時

點之選擇時，則對不同所得來源性質之納稅人給予不同的核課期間，或許將

20   此一課稅方式係按納稅人中獎金額的 20%單獨課稅，由給獎單位負責扣繳，納稅人無須
併入當年度綜合所得結算申報，故無逃漏稅問題，也不會因核課期間導致消費的無效率。

21   值得注意的是，此種課稅方式違反量能課稅的公平原則，故只有在逃漏稅的效率損失相當
大時才值得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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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於政府稅收之稽徵。如歐俊男（2003）所言，政府為了遏止逃漏稅，可

以採用的政策工具包括查核努力、稅率與懲罰倍數等，不過這些工具在應用

上有所不同，其中稅率及懲罰倍數都必須明訂於稅法之中，無法在徵納過程

中隨意調整，相對而言，查核努力的高低與查核項目的配置，則可以依稽徵

機關本身的意願適度調整。依此，若把核課期間的選擇也當作一項遏止逃漏

稅的政策工具的話，則政府不但可依不同所得逃漏難易程度之不同給予不同

的查核努力，也可以給予不同的核課期間。換言之，核課期間的引入使得政

府的政策工具更具多樣化且更有彈性。

值得一提的是，儘管本文並沒有探討核課期間的規定對廠商逃漏稅行為

的影響，不過，本模型所獲致的結果也可延伸至Wang and Conant（1988）等

探討廠商逃漏稅行為的模型。若假定廠商的可支配所得有兩種用途：一是作

為再投資擴增產能之用（C1），其必須在核課期間內決定之，而購買設備等

支出通常具有不可回復性（即決定後難以調整）。另一則作為未來分配給股

東股息之用的保留盈餘（C2），此可視公司現有資金之情況遞延或調整。依

據本文所獲致的結果可推知，核課期間的規定所造成的風險，將會扭曲廠商

的投資決策，進而減少其逃漏稅的誘因。

最後，就實務上而言，由於核課期間橫跨許多個所得稅申報週期，22因

此本期逃漏稅的行為所引起的所得不確定性，也有可能會影響到下一期的申

報行為（或消費行為）。不過，本文旨在強調核課期間的規定將使得納稅人

的可支配所得存在不確定性，而此一不確定性的存在，當某些消費決策必須

在可支配所得實現前決定時，納稅人的消費決策將受到扭曲，進而影響到其

申報決策，若為了顧慮模型的真實性則必須探討每年申報與有效核課期間的

重疊性，將使此一問題的分析將變得過於複雜，因而在本模型中暫不考慮每

年申報與有效核課期間的重疊性問題，不過此一問題值得作為未來後續研究

的方向。

22   所得稅的申報週期為一年，但依現行稅捐稽徵法第 21條，稅捐之核課期間規定如下：1.依
法應由納稅義務人申報繳納之稅捐，已在規定期間內申報，且無故意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

方法逃漏稅捐者，其核課期間為 5年。2.未於規定期間內申報，或故意以詐欺或其他不正
當方法逃漏稅捐者，其核課期間為 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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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fluence of the tax assessment period on tax eva-
sion. As the tax assessment period is considered, the disposable income of a tax 
evader is not realized until the period has passed. This characteristic will dis-
tort evaders’ consumption decisions and thereby change their evasion decisions 
as well. According to our analysis, the tax compliance rate is higher than that 
in traditional models. That is to say, neglecting the impact of tax assessment 
period will overestimate tax evasion behaviors of taxpayers. Hence, we offer 
another explanation about “the puzzle of tax evasion”, which says that the esti-
mated tax evasions in reality are much less serious than those predicted in con-
ventional literature. In addition, government revenues are increased and tax-
payers’ expected utility levels are decreased as far as the tax assessment period 
is concerned.

Key Words: tax assessment period, tax evasion, income uncertainty




